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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的復興：我的回應
● 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戈德斯通、趙永佳和穆爾對《東亞的復興》的評論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問題。

對其中的某些問題須予以簡單的澄清，至於另一些問題則超出了本書的研究範

圍，需要通過另外的研究計劃加以探討。在以下的回應中，我將盡我所能澄清

相關的問題，並說明在我看來最有希望克服《復興》一書的局限性的研究思路。

我們在本書中指出，在十九世紀晚期，東亞在西方的經濟成就面前黯然失

色了。下面我就從戈德斯通對我們的這一解釋的評論開始。戈德斯通列舉了技

術進步、印度的朝貢和我們所說的「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這個自我強化的迴

圈」，認為在我們這本書中，這幾個要素重新解釋了東亞的衰落。不過，他認為

印度的朝貢並不重要，因為英國累積國債的利息主要是靠國內的資金來源來支

付的，在這方面，印度的朝貢無足輕重。在戈德斯通看來，「資本積累和領土擴

張這個自我強化的迴圈」也很有疑問，因為只要觀察一下從1600年到1800年這個

關鍵時期，就會發現中國人也同樣經歷了這樣一個迴圈。儘管他贊成有關技術

進步的解釋，但他又對書中涉及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材料提出質疑，認為這些材

料「僅僅強調了資本的積累和生產的擴大，彷彿亞當．斯密式的增長自然而然、

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當代熊彼特式的增長。事實上，熊彼特式的增長涉及到如下

幾個方面的協作：快速產生新發現的科學、科學工程、產品和工序革新」。

這一批評不免讓我吃驚，因為本書涉及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材料都有一個預

設前提：亞當．斯密式的增長不會自行產生出西方連續幾次「工業革命」中出現

的那種技術革新。相反，亞當．斯密式的增長經常會逐漸減弱，最後陷入高水

平平衡圈套（high-level equibilibrium trap）。我們想要解決的一個關鍵難題恰恰

是，英國和西歐怎樣、又為何擺脫了這一圈套，而中國和東亞卻未能擺脫它。

戈德斯通認為，為了理解這一差異，我們有必要仔細關注科學技術在改變

歐洲生產的能源基礎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對這一論點不持異議。我們的分歧在

於這一轉變的根源。從其論述來判斷，戈德斯通將這一轉變看成是一種與先前

發展基本無關的歷史偶然性。相反，我們在《復興》的最後一章指出，這一差異

的根源在於，歐洲有一種顯著的模式，即發動戰爭、建立國家和掙錢。這個模

式正是戈德斯通所否認的「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這個自我強化的迴圈」。在他看

來，這個迴圈不足以解釋東方與西方的「大分流」，因為從1600年到1800年，中

國也經歷了同樣的領土擴張和資本積累。不錯，中國在這個時期也將領土範圍

延伸到滿洲、中亞和西藏，但與歐洲相比，這一擴張可謂小巫見大巫——歐洲

人佔領了美洲、北亞以及南亞和東南亞的大部分地區。資本積累要比領土擴張

更難以衡量。不過，即使從這方面來看，中國和東亞在這個時期也沒有出現稍

稍可與阿姆斯特丹或倫敦相比的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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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存在º數量上的差異，但戈德斯通還是正確地強調說，歐洲人用領土

和資本所做的事情要比單純的佔有更為重要。無疑，根據我們自己的描述，這

兩個世界區域在領土擴張和資本積累方面存在º數量上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恰

恰反映了如下情況：在這個區域，國與國之間的系統的運作結構和模式存在º

諸多差異。在東亞體系中，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主要集中在其中心（中國），

而西歐體系則遠遠不是這樣，無論從政治上看，還是從經濟上看，都很難判定

真正的中心在甚麼地方。再者，儘管不同政治轄區內部和彼此之間的貿易、以

及跨越這些政治轄區的貿易對這兩個體系的運作來說都非常重要，但從政治和

經濟上看，與近距離貿易形成對比的遠距離貿易（包括兩大體系之間的貿易）在

西歐體系中要比在東亞體系中重要得多。這兩個差異提供了一個合理的、簡單

的解釋，有助於說明為甚麼在十四世紀中葉以後，這兩個世界區域走上了愈來

愈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和東亞道路更注重建立國家，而不注重發動戰爭；更

注重發展國民經濟，而不注重建立海外商業帝國和領土帝國。與中國和東亞相

比，英國和西歐走上了正好相反的道路。從十四世紀一直到十八世紀，發動戰

爭和建立海外帝國共同構成了西歐體系國與國之間競爭的最典型的形式。這兩

種活動同時推動了規模空前的領土擴張和資本積累，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歐洲

體系最基本的外向性格。也就是說，若要在體系內部成功地謀求權力，就必須

在體系外部獲取資源（人力資源和非人力資源）。

如前所述，亞當．斯密式的增長會陷入高水平平衡圈套。與東亞的內向型

發展相比，西歐的外向型發展為擺脫這一圈套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在以國內市

場為導向的活動中會出現產品和工藝革新，在這方面，歐洲道路與東亞道路相

比並沒有甚麼特殊的優勢。然而，從另外一些革新來看，歐洲則佔有非常明顯

的優勢。這些革新直接地或間接地源於以下三種情況中的一種或多種：歐洲大

國之間軍備競賽的周期性升級；國與國之間為爭奪流動資本而展開的激烈競

爭；世界上愈來愈多的自然和人力資源被納入歐洲國家的管轄範圍。按照這一

解釋，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和領土擴張政策均為一個「神奇」配方的組成要素。

正是憑º這個配方，西方擺脫了亞當．斯密式的動力機制，而隨º時間的推

移，這種動力機制最終使東方陷入了該圈套。

印度的貢賦只是這種「神奇的」逃脫的一個較晚的、特殊的方面，其數目大

大超過了戈德斯通所說的每年600萬英鎊。戈德斯通以每年600萬英鎊作為計算

的依據，因而對我們的如下論點提出質疑：「在十九世紀，以英國為中心的全球

資本主義體系自始至終有賴於印度的朝貢。」實際上，我們的論點主要針對的不

是每年的600萬英鎊，而是此前和此後的貢賦。實際上，此前的貢賦是東印度公

司於1757年從普拉西（Plassey）掠奪來的贓品。這次掠奪幫助英國償還了從荷蘭

人那�借來的國債，並且使英國在幾乎沒有外債負擔的情況下º手進行拿破崙

戰爭。相應地，從1792年到1815年，英國公共開支增加了六倍。麥克尼爾

（William McNeill）認為，這個時期英國公共開支的增加在推動產品和技術革新

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是這些革新塑造了工業革命的資本貨物階段1。

印度後來的朝貢既是軍事的，又是財政的。從軍事上看，完全由印度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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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養活的印度軍隊「在維多利亞時期成為擴張主義的外柔內剛的鐵拳⋯⋯成為支

撐º工業資本主義內化進程的主要強制力量」2。從財政上看，印度對英國保持

º國際收支逆差，對所有其他國家則保持º國際收支順差，這樣就彌補了英國與

其他國家的往來帳戶中的赤字。要不是英國有力地控制了印度的國際收支，它

就幾乎不可能繼續實行自由貿易，保持倫敦作為世界貨幣和金融中心的地位3。

總而言之，印度的貢賦及其在塑造和支撐十九世紀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秩

序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隨º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的。實際上，英國和其他

西方列強在十九世紀以前從其海外帝國榨取的貢賦（包括自然、人力和貨幣資

源）也同樣如此。我們強調了貢賦在西方的發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我們的意

思並不是說，貢賦的榨取是西方發展的主要動力——更不要說是其唯一動力

了。不過，我們確實認為，除了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從海外榨取貢賦也

是西方發展道路的一個基本要素。不管怎麼說，我們在印度的貢賦問題上提出

的主要論點是，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要比以中國為中心的所謂「朝

貢」體系更強烈地依賴於附庸國的納貢，以維持自身的再生產。

這一研究結果——以及其他的研究結果——顯明了《東亞的復興》的一個中

心論題：東亞區域體系的歷史遺產具有持久的相關性，不僅能夠說明東亞現時

的「興起」，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未來的全球政治經濟的可能布局。由於這是一

個很有爭議的論題，我們在本書中用了過多的篇幅討論東亞歷史遺產中與此論

題最具有相關性的那些特徵。趙永佳批評說，這導致了對現代過程的分析的過

度壓縮，同時也使我們不能作出理論上的明確說明。我們誠懇接受這一批評，

並希望在今後的研究中改正這些缺點。不過，本書所揭示的問題應該提醒人們

注意，在研究東亞地區時不要過份依賴主要由西方的問題和經驗形成的各種範

式和理論。因此，我並不認為在亞當．斯密與馬克思之間、或在布倫納與沃勒

斯坦之間選擇立場（趙永佳期待我們這樣做）會有甚麼大的收穫。一般說來，若

要解決新的分析性問題（我們在《復興》最後一章比較了兩個世界區域在過去五百

年間的不同發展軌)，其間所涉及的問題就屬於這種類型），就需要利用各種新

的理論概念，而這些概念很難按已有的分類系統進行歸類4。

這個例子說明，我們在描述西歐與東亞發展軌)的分流及隨後的混融時採納

了若干理論概念作為分析的基礎，這些概念既不屬於亞當．斯密，也不屬於馬克

思。儘管它們受到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這兩個概念的影響，但韋伯、熊彼特、布

勞代爾和麥克尼爾的影響也非常明顯。我的這篇回應不適合於闡明我們在《復興》

一書中所作的有關描述的認識論和理論根據。不過，趙永佳在其評論中向我們提

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在東亞與歐洲的生產關係中發現了某種足以解釋這兩個

世界區域的不同發展軌)的顯著差異呢？我想我可以對此問題作一個簡要答覆。

我的回答是明確的：我們沒有發現這樣的差異。生產（按狹義理解，不包括

運輸、儲藏和保護）關係的差異在兩個區域內部要比在兩個區域之間大得多。不

僅如此，若以五百年的時段來看，東亞與西歐的核心微觀區域（例如彭慕蘭和杉

原薰在其撰寫的章節中討論過的那些區域）在生產關係方面的顯著差異與其說是

東西分流的原因，不如說是其結果。我在前面指出，兩個世界區域體系在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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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和模式方面存在º諸多差異。就我所能看到的來說，只有這些差異能夠解

釋東西方分流的原因。

行文至此，我就可以談談穆爾對「大分流」所作的生態學解釋了。穆爾認為

水稻的政治生態與小麥的政治生態截然不同。對這個論點，我不持異議。我也

同意，水稻的政治生態為東亞的統治集團提供了更好的運用「內部修補機制」的

機會，而在歐洲，小麥的政治生態則未能提供這樣的機會。我甚至願意承認，

如果把我們的五百年時段進一步延長，從更長的時段來看，那麼，政治生態的

差異對後來的分流來說或許會成為一個比我們所認識到的更重要的決定因素。

就算是這樣吧，穆爾的一個論點仍然不能讓我信服。穆爾認為，歐洲的海

外擴張是由領主收入的萎縮引起的，因為這種萎縮無法通過內部生態修補機制

予以克服。沃勒斯坦曾經解釋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折，穆爾的觀點就是

從這�引伸出來的。因此，如同沃勒斯坦的解釋一樣，穆爾的這個論點也存在

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它沒有提供任何事實證據說明，封建領主由於受收入萎

縮的影響，因而成為歐洲海外擴張的主要推動力。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它

忽視了城邦和流散各地的跨國商業群體——兩者都沒有受到領主收入萎縮的影

響——在推動和組織海外擴張過程中發揮的主導作用。隨º時間的推移，海外

擴張確實像穆爾所說的那樣提供了一種「外部生態修補機制」，以解決歐洲在近代

初期遇到的各種尖銳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不過，除非穆爾從經驗上證明這

種修補機制乃出於海外擴張的推動者和組織者的意圖，否則，他的論點就如同沃

勒斯坦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解釋（「西歐統治〔階層〕在封建制度陷入危機的時刻拼

死一搏」，結果便產生出資本主義5）一樣，依舊沒有擺脫目的論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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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爾認為，歐洲的海

外擴張是由於領主收

入萎縮，又無法通過

內部生態修補機制予

以克服。穆爾的論點

存在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沒有提供任何

事實證據說明，封建

領主由於受收入萎縮

的影響，因而成為歐

洲海外擴張的主要推

動力。第二，忽視了

城邦和流散各地的跨

國商業群體在推動和

組織海外擴張過程中

發揮的主導作用。


